














同的政府则是安排者和付费者 。长期以来 ,委托 -代理理论为理解公共部门合同制提供了一
个主导性的视角 。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 ,由于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在特征上的根




根据委托 -代理理论 ,合同制关系下的政府是公共服务的委托人 ,与之签订合同的一方是
其代理人。委托 -代理理论的一个关键假设是 ,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首要动机是实现自我利益 ,














是委托人 ,他们必须对其代理人 ,也就是公务员实施有效控制 。由于公务员的职业保障 ,这一
任务比在私营部门更困难 。三是政府作为委托人必须对其代理人 ,即公共服务的承包人进行
控制 ,促使承包人以最小的成本实现组织目标 ,降低风险 ,并且鼓励创新和高效率 。











第三 ,委托 -代理理论倾向于把委托人的目标看作是单一 、既定和相对不变的 ,但在现实
生活中 ,委托人可能会有多重目标 ,并且目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这在公共部门中
尤为如此。衡量公共服务好坏的标准包括服务提供的效率 、有效性 、回应性以及责任等 ,然而
这些标准时常互相冲突 ,因此公共管理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在不同标准之间权衡的过
























畴 。近些年来 ,网络理论的出现和发展已适时地为公共部门合同制指出了新的解释性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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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 ,如交换和互惠 、共同利益 、共享信念和职业观念等。具体来说 ,
“网络包括机构间合作项目 、政府间的项目管理结构 、复杂的合同安排和公私伙伴关系 。此外



























和对政府角色的反思 ,公共物品的提供不再被认为是政府的 “天职 ”。当政府必须减少自身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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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非排他性和共同消费性特征为集体行动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在过去 ,
集体行动曾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政府行动 ,但是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公共物品和服务还可以
依靠其他的集体方式来获得 ,比如社区行动或志愿者的联合行动。更为重要的是 ,削减公共开
支的压力也迫使政府不再将公共服务的 “提供”和公共服务的 “生产 ”之间划上等号 。一旦明
确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可以一分为二时 ,一种新的共识产生了:公共部门雇员可以直接生产










间的网络关系。他认为 , 多数社会服务并不能被精确描述 ,质量也难以测定 。在此情况下 ,
“任何人或任何安排方式都难以保证其满意供给 ……因此 ,只能通过广泛的监测 、严密的控
制 、消费者对生产者的经常性信息反馈 、生产组织中上下层之间的紧密合作 、经常的调整和矫


















关系 ,在很多情况下更是一种建立在协商基础上的共赢的伙伴关系 。总之 ,公共部门合同虽然
可以用委托 -代理理论来解释 ,但是合同终究是两个独立组织之间的自愿联系 ,其组织关系是
商谈而不是命令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合同 ,网络理论比委托 -代理理论更适用。网络理论的
贡献在于:
第一 ,网络理论提供了看待参与合同治理各方的一种 “伙伴关系 ”视角。假使我们从委托
-代理的视角将合同关系看作是一场零和博弈 ,这就喻示着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 ,政府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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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网络参与者分享彼此的信息 ,学习从不同角度认识问题 ,以及通过谈判达成共识 ,以此来积
累网络得以运行的社会资本。具体来说 ,除了计划 、组织 、人事 、预算和组织内其他一些传统职
能外 ,公共管理者还应从事以下活动:(1)激活 ,即明确网络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 ,并探明其技











制 。当多方利益(辖区的 、部门的 、组织的)通通介入到政策规划和执行过程中时 ,想要确定谁
是委托人谁又是代理人不仅不可能 ,甚至也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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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观点 ,一些学者认为网络治理的出现呼唤对 “责任 ”概念的重新认识。罗德认





门所担负的公共利益责任 ,并且还关注对公众偏好的回应 、对政治审议 、公民素质与信任的培






















服务网络中 ,成员之间的信任和互惠将对公共服务的提供质量产生直接影响 。因此 ,一些学者
从政策工具的角度入手 ,建议采用一些较为 “软性 ”的政策工具来促进网络成员的互动 ,增进
对彼此的信任 ,从而实现公共服务的目标 。例如布鲁金和赫尔霍夫两人提出了 “第二代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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